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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采访：舆论监督的特殊手段

彭　桦

摘　要：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权力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

表达看法的客观效果。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因为自己的隐性采访而沾沾自喜，也没有一个有职业

道德的记者会把隐性采访当作自己的主要采访手段，更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觉得隐性采访比正常

采访简单和获得更多的职业成就感。为达到新闻舆论监督的目的，隐性采访成为一种 “行之有效”的采访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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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隐性采访，在学理上称为暗访、秘密采访，俗称偷拍偷录等。但一般认为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

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

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形式。［１］

隐性采访最早的实践者可以追溯到英国记者 ＷＴ斯蒂德。１８８５年，他以 “买了一个女孩写故事”

而闻名于英国调查性新闻事业史。之后，美国女记者伊丽莎白·克科伦为调查莱克韦尔岛精神病院病

人的受虐待情况而假扮成精神病人住进其中，写了三篇相关长篇报道并在 《纽约世界报》上发表并取

得了重大的反响。由此可见，最早的隐性采访，其初衷是为了发掘事实真相，保护公众利益。

我国现阶段的舆论监督给了隐性采访生存空间。舆论监督，是一个把 “舆论”和 “监督”合二为

一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即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

人物自由表达看法的客观效果。其主要的渠道便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是赞扬、

建议、批评。“舆论监督”含义已经从舆论学概念演变成了大众媒介的 “批评报道”，“舆论监督”实际

上几乎同等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监督，即 “媒介监督”或 “新闻监督”［２］

隐性采访被当作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特殊手段，并且被大众媒体广泛应用。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在于：第一，采访到真实性材料越来越难，正常的采访受到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的阻挠。社会单位与

部门只对正面的新闻报道感兴趣。采取隐性采访可以减少许多交涉的环节，所采访到的材料也会更加

真实；第二，社会与公众赞成、认可隐性采访。在现代社会中，公众急切需要新闻媒体提供大量真实

的、有现实意义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现实中阴暗面的事实；第三，由于大众对于各种新、奇、特的报

道情有独钟，新闻媒体受利益的驱使，迎合大众。

二

因为隐性采访的特殊性常常引发新闻侵权和新闻诉讼。一方面，记者不同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

在隐性采访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容易触犯法律。为了方便媒体与记者在操作隐性采访时避免法律纠

葛，一些法律和新闻学专家学者为此专门给隐性采访进行了分类。借鉴世界各国警方侦查案件回应侦

查与诱导侦查的方式，隐性采访分也为两种类型：回应型隐性采访和诱导型隐性采访。［３］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１９卷

回应型隐性采访是遵循已有证据表明暗访对象的行为已经或者正在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原则。根

据犯罪在前，侦查在后的回应侦查的理解，与国际上采取隐性采访方式所应普遍遵循原则悄然吻合，

这种采访方式比较谨慎，不易引发法律纠纷。

诱导型侦查是指对于某些隐蔽性特别强的犯罪，侦查者往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的过程，

对于潜在的追究对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引诱，诱导其犯罪或者为其提供犯罪的机会，然后才将其逮捕、

起诉。在诱导型隐性采访当中，由于媒体与记者对新闻事实的发生起到诱导的作用，没有媒体与记者

的参与，这种新闻就不一定在被发现的时候发生，也基本上不可能被发现，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而

且，由于诱导型侦查主要针对的是特定的犯罪行为，而隐性采访一般针对的是违纪违法行为和程度较

轻的社会不良行为，法律也没有赋予记者特权引诱采访对象制造新闻，记者在开展隐性采访时并未履

行法定的审批程序。因此，新闻记者无权进行诱导型的隐性采访，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３］

隐性采访可能对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造成侵害，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人格权是：１人格尊严。人格
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侵害人格尊严就是侵害一般人格权。２名誉权。名誉权是公民、法人最重
要的人格权，法律加以严格的保护。在新闻报道中，对公民、法人进行诽谤、侮辱等，使名誉权受到

损害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媒体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３隐私权。隐私是公民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
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对于这些隐私内容，只有权利人自己才能够支配，不得任何人侵犯。

在隐性采访中，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人格权，就是隐私权，最容易发生侵害隐私权的冲突。隐性采访侵

害了隐私权，就构成侵权。４肖像权。肖像权是只有公民才享有的人格权，是对自己的肖像及其利益
进行支配、保护的权利。在法律规定上，肖像权的保护，主要是未经本人允许不得非法使用他人的肖

像。在现实中，未经他人允许，偷拍、偷录他人的肖像，也是不允许的，除非具有合法的抗辩理由。

５信用权。信用权是公民、法人维护社会对自己的经济方面客观评价的权利。媒体对公民、法人发生
经济上的困境，正在进行积极努力争取摆脱困境的报道，事实是真实的，报道是客观的，不构成对名

誉权的侵害。但是这样的报道会使该民事主体的社会经济评价降低，信用受到损害，构成对信用权的

侵害，严重的要承担侵权责任。

大众媒体采取隐性采访时要遵守法律，正当行使新闻批评的权利，运用好侵权行为的抗辩权，就可

避免新闻侵权的责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新闻媒体对抗新闻侵权主张的正当抗辩事由有

以下几种：

（一）公众知情权。知情权即知的权利，也称作知悉权、了解权，是美国新闻编辑肯特？库琅创造

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当知道的事情，国家应当最大限度的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

获取信息的权利，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我们所说的公众知情权一般含有以下内容：一是知政权，

即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二是社会知情权，即知道他所感兴趣的社会变化和发展的情

况；三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包括对自己的信息的知情权和对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人的信息的知情

权。例如自己的出身，恋爱对象的有关信息等。［４］新闻媒体的职责就是将社会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

真实的事实，告知公众，以满足公众知的需要。因此，公众知情权是新闻报道的最有力的抗辩事由。

在一个侵权纠纷发生之后，如果新闻媒体报道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且没有超出正

当的报道范围，就不应当认为媒体是侵权。

（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在新闻报道中，如果涉及到肖像的使用，涉及到个人私密的报道，只要

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就可以对抗新闻侵权的诉讼请求。法庭确认这一抗辩事由，就可以免除新

闻媒体的侵权责任，成为正当的新闻报道行为。在揭露一些对违法活动的隐性采访中，之所以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果而不被法律所追究，就是因为这种采访和报道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

序所必需的。

还有一些抗辩事由，在正常新闻报道中可以使用的，如新闻性、公众人物等，可以对抗侵害肖像权

等的诉讼请求，但是在隐性采访中都必须十分慎重，稍有不慎，就会构成侵权。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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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人认为，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因为自己的隐性采访而沾沾自喜，也没有一个有职业道

德的记者会把隐性采访当作自己的主要采访手段，更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觉得隐性采访比正

常采访简单和获得更多的职业成就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新闻调查》栏目的工作手册可认为是

国内较为成熟的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自律程序规则。现将其中关于隐性采访的部分摘录如下：

“对 ‘偷拍’我们慎之又慎，除非调查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隐情而又别无他法，且经制片人同意，

否则我们决不采取任何涉嫌欺骗、侵权的拍摄方式。”

“如何处理有可能引起争议的信息———对一些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宗教、民族的敏感话题，能

否关注，先请示制片人。”

“我们还要在公开调查和秘密调查这两种方式中进行选择。秘密调查，就是所谓的 ‘暗访’、‘偷

拍’。无论如何，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

段。秘密调查不能用作一种常规的方法，也不能仅是为了增添报道的戏剧性而使用。只有同时符合下

述四条原则，才能采用秘密调查：（１）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调查的是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
为；（２）没有其他正常途径收集材料；（３）暴露我们的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状况；（４）经制片人同
意。另外，使用长镜头往往会使被拍摄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拍摄；还有，利用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偷

拍 资料也涉及秘密调查问题，我们同样要求符合上述四条原则。”“我们将采访意图明确相告，尽量征

得对方同意，对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残障人士或未成年人应征得监护人同意，如有必要，请对方签

署书面同意意见，我们也可以为对方出具对画面、声音进行处理以对其实施保护的书面承诺；对有特

殊规定的被访者 （如政府高级官员、服刑人员），按规定请示有关部门。”

我们不能因为隐性采访的某些弊端，而彻底否定记者的职业信念和职业操守，臆断记者以隐性采

访为荣，或者就一厢情愿地认为隐性采访就比正常采访简单。

“舆论监督，本应是公众通过传播媒体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的

一项宪法权利。”［５］但在现实中，“舆论监督更多的是针对社会公共生活，尤其是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中

的经济组织及个人。而这些对象正是国家机关行政管理的对象。因此，舆论监督实质上又成为政府行

政工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监督政府的手段。”［６］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虽然获得了来自政府权力机关的

支持，但总体环境并不理想，记者的许多行为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的灰色地带，这也使得开展新闻

舆论监督比较困难，正如徐光春所概括的 “采访难”、“取材难”、 “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

“解决问题难”［７］新闻采访和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调查不同，它应该是被采访者自愿接受的新闻

职业行为，不能有丝毫强制性。但是，记者正当公开的采访极易受到被访者的拒绝或当事人的报复，

为达到新闻舆论监督的目的，隐性采访便成为一种 “行之有效”的采访手段。如果法律保证公民获得

信息的渠道畅通，如果社会的各个部门都能够正确看待新闻对社会和人民的作用，如果一些潜规则不

在现实中阻止记者新闻信息的正当采集，隐性采访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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